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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透過最大熵空間推論方法的應用，探討台灣民眾對於東

亞社會評價之空間推論與探索，主要目的是希望說明台灣民眾對

於東亞社會之總體生活品質以及個體對人尊重程度評價的區域

分布狀態，並探討將最大熵方法此項空間推論分析工具，應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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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比較研究的優缺點。其中，就社會評價的衡量而言，本文以

對該社會的生活品質，以及該社會對人的尊重程度為代理變數；

前者衡量該社會總體的生活條件，後者則衡量對該社會其他個體

的信任程度，故此兩項代理變數，可綜合地衡量台灣民眾對於該

國家社會的評價程度。實證分析上，本文以東亞區域中的台灣、

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大陸進行探討，其調查資料蒐集的時間點為

2011 年，調查對象為台灣民眾，所使用的空間單元為鄉鎮市區之

行政區劃。  

分析結果顯示，無論是對總體社會生活品質亦或對個體對人

尊重程度，其空間推論結果皆呈現西部高於東部、都會地區出現

高評價的機率值較大，顯示因直接或間接社會接觸較高的地區將

提升其民眾對外評價之程度，符合社會接觸理論的討論。此外，

其預測機率值出現空間聚集的狀況。說明當一鄉鎮市區對社會生

活品質（或是對人尊重程度）評價較高時，其鄰近鄉鎮市區對社

會生活品質（或是對人尊重程度）的評價亦相對較高。至於就總

體環境因子的貢獻程度而言，貢獻度最高的環境因子為代表現代

化發展程度的人口數與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緊接著為代表族群接

觸分類的原住民集中區、2008 年國民兩黨總統選舉得票率，以及

代表教育程度的不識字率。整體而言，本文透過不同地區台灣民

眾的評價與態度，希冀以不同的研究視野，來觀察台灣民眾對東

亞區域的理解與評價。  

關鍵詞：  東亞、社會評價、最大熵方法、空間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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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文透過社會接觸理論與團體威脅論的角度，探討台灣民眾對

東亞社會評價之議題。主要特色為整合個體層次調查資料與總體層

次指標變數，探討不同地區之台灣民眾，是否在較多的社會接觸之

下，該地區台灣民眾對於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之總體社會生活

品質與個體對人尊重程度之評價有所差異。  

首先將透過社會接觸理論與團體威脅論的論證，驗證在較多直

接或間接社會接觸與較少直接或間接社會接觸之地區，其台灣民眾

對於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之總體社會生活品質與個體對人尊重

程度的評價是否存在差異。如若台灣民眾對於外地評價存在地區之

差異，究竟是符合社會接觸理論的說明，亦或是如同團體威脅論所

述，是本文希望探討之處。緊接著，再透過現代化理論的討論，探討

當都市化達到一定程度之後，相較於都市發展程度較低地區之民眾，

在都市發展程度較高之地區，其台灣民眾因現代化發展價值程度較

高，故台灣民眾對於他者社會的評價程度是否相應提升。  

會選擇台灣、日本、韓國與中國進行比較的主要原因，在於其同

屬漢字文化圈（Sinosphere）或稱為儒家文化圈、東亞文化圈。故在

相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各地區台灣民眾是否因社會接觸程度不同，而

對於台灣、日本、韓國與中國之總體社會生活品質與個體對人尊重程

度是否有所差異，是本文想要探討的主要研究問題。如若有所差異，

那麼社會接觸程度的提升，究竟是透過了解而減緩歧異，或是因為接

觸程度的提升，拉大了群體之間的相對差異性，是本文的第二個研究

問題。此外，台灣民眾對於外地總體社會生活品質與個體對人尊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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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評價之差異性，是否因該地區都市化程度之提升，其台灣民眾因現

代化發展價值程度較高，而有所提升，是本文的第三個研究問題。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中，大體著重在人、社會以及國家此三項

分析對象，並探討其間的互動關係。本文同樣著重探討人與社會之間

的認同評價，並以東亞社群為出發點，除了前述所提及的文化價值因

素之外，當前因應全球化與區域整合下，東亞區域國家之社會與人民

有著相當程度的互動、接觸與相互了解。故本文嘗試透過個體（人）

與總體（社會與國家）之間的互動，探討台灣民眾對於我群與他群的

認同態度。  

其中，本文就台灣各地區民眾對台、日、韓、中之總體社會與個

體尊重評價之地域差異進行比較。此項比較研究以一項新的分析角

度，探討台灣民眾的認同評價議題，相異於過往研究著重於分析台灣

民眾對於自我本身之認同評價，或是他國民眾對於台灣之理解與認

同評價。本文則以台灣民眾為分析單位，不僅探討台灣民眾對於台灣

社會之總體生活品質與個體對人尊重程度之評價，更同步比較台灣

民眾對於日本、韓國與中國大陸社會之總體與個體社會評價。1  

這樣的分析角度不僅強調了認同研究中提出，個體之自我認同

形塑於我群與他群的互動之中，亦呼應了 Heywood 指出認同著重在

連結個人與社會，也就是將個體鑲嵌到一個獨特的社會文化制度脈

絡中，將致使個體認同過程不斷變動，此點亦符合本文嘗試使用個體

調查資料與總體社會經濟指標進行分析的特色。  

此外，認同不僅連結個人與社會，亦著重於個人看待我群與他群

之間的方式，故整體的個人認同過程，是由社會與他群的互動網絡所

                                                        

1. 此處感謝審查委員之一提醒，說明本文與過往研究差異之處，在於探討本國人對於外國之

評價，為本研究的特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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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而成，此點亦是本文嘗試探討台灣民眾對於他群評價之目的。2 

換句話說，認同與他者認同是一體兩面，個體透過社會脈絡下的我群

形塑自我認同，同樣地亦依據與非我族類所定義的他群互動過程中，

建構自我與他者之差異。  

故本研究透過台灣民眾評價他者社會的角度，依循社會接觸理

論與團體威脅論，探討其間的社會認同或是他者認同形塑是否存在

地域差異，也就是前述提及個人看待我群與他群的社會認同建構過

程中，不同發展程度地區之間，各區域民眾對於他者社會之評價是否

存在地域差異性。  

誠如黃俊傑（2016）所言：  

近代歐洲文化對於「自我」與「他者」關係的處理，人與世

界關係的處理，基本上是一種征服的關係，是一種對抗的關係，

征服世界、征服「他者」，這是近代西方文化對自我與他者關係

的處理方式……然而東亞儒學中的人文精神之主要面向─相信

人的自我與他者可以恆處於一種圓融狀態。中庸第 20 章：「仁

者，人也」孔子是在複雜的社會政治脈絡中，在人與人的互動之

中定義「仁」。二人為仁，仁在自我與他者互動中能顯現其特質。

故孔子提出的「仁」的內涵，就是使「自我」與「他者」相應和

諧的自然狀態之最根本的德行。（黃俊傑，2016：30、56） 

此例顯示出東亞儒家文化圈的社會體系與西方社會有所差異，

其間看待自我與他者之態度亦有所不同，故本文選取同屬東亞儒家

文化圈之台灣、日本、韓國與中國大陸進行台灣民眾之社會評價比

較。此外，因過往的歷史脈絡所致，此四項社會體系之內涵亦存在一

定程度之差異性，故本研究嘗試透過總體生活品質與個人尊重程度

的評價，探討台灣民眾對於此四項社會體系評價之同中求異與地域

                                                        

2. 關於此處說明個人認同過程，以及看待我群與他群之社會互動網絡之內容詳見 Heywood

（2009）頁 309–310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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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之比較。  

其中，越南社會亦同屬於東亞儒家文化圈之一，然因本研究所使

用的調查資料所限，故此次的研究分析中，將無法納入台灣民眾對於

越南社會的他者認同與評價。亦因本研究透過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

中心所釋出的「中國效應調查 2011」（張茂桂，2012），直接就台

灣民眾對四項東亞儒家文化圈社會之評價進行測量，此項分析方法

與過往認同和他者認同之研究多透過文本（諸如教科書、文字與藝術

創作）進行間接性的衡量與分析符號他者有所不同，此為本項研究的

另外一項特色。  

爰此，本文透過中國效應調查，探討台灣民眾對於四項東亞儒家

文化圈之社會評價是否存在地域差異的主要因素，在於檢驗社會接

觸理論與團體威脅理論的討論，分析在較多社會接觸與較少社會接

觸之地區，其台灣民眾對於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之總體社會生

活品質與個體對人尊重程度的認知差異。並進一步透過現代化理論

的討論，檢視當一地區都市發展達到一定程度之後，該地區民眾透過

社會接觸過程影響其對他國總體社會與個體對人尊重程度之評價，

是否相對應提升。  

換句話說，由於社會認同的形塑，存在於我群與他群的不斷互動

過程之間，而台灣民眾各個個體位於不同地域之間，其與他群的互動

程度，將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等總體因素存在區域上的差異，並進一步

影響台灣民眾對於四項社會體系的認同評價。誠如汪民安（2006）所

言，現代性的都市與鄉村存在生活差異，都市民眾需要同大量的他人接

觸互動，相對於鄉村屬於民俗生活共同體，都市生活則屬於社會。3 

更進一步來說，Silver（2009）指出城鄉之間居民與他人互動程度的

                                                        

3. 針對現代性都市與鄉村之差異，請詳見汪民安（2006），頁 118、123 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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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亦進一步形塑出其對於不同膚色候選人的認同程度。該研究透

過美國選民於其居住地區是否能夠便利地與不同種族之居民接觸互

動做為主要因素，探討城鄉區域因素，對於投票給不同膚色候選人的

影響程度，並說明為何少數族裔候選人較容易於城市當選，因其選民

較容易接觸到不同種族之居民。4 

整體而言，本文主要分析台灣民眾對於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

國大陸等東亞區域社會評價的地域差異，其中將著重比較下列兩點

評價內容。首先是對於總體層次的評價，將以台灣民眾對於該社會生

活品質評價做為代理變數，以衡量台灣民眾對該社會總體生活品質

的評價程度。其次，在個體層次上，則探討台灣民眾對於該社會民眾

之間的尊重程度，以衡量台灣民眾對該社會個體之間的相互尊重態

度。以上兩項代理變數，可綜合地衡量台灣民眾對於該國家社會的評

價程度，以利本文進行後續的地域差異分析與比較。  

針對使用調查資料直接衡量台灣民眾對於四項東亞儒家文化圈

之社會評價，以及探討台灣民眾對於他者認同之社會評價，是否存在

地域差異此兩項特色，本研究則使用最大熵空間推論（maximum 

entropy）的分析方式進行整合。本文將「最大熵方法」此項空間推論

方式，應用在台灣民眾對於東亞社會評價的地域差異分析中。其主要

研究目的有二，首先，希望透過最大熵方法的使用，分析台灣民眾對

於東亞社會之總體生活品質以及個體對人尊重程度評價的區域分布

狀態，比較其間是否存在地域差異或是空間聚集等特性。其次，因最

大熵方法此項空間推論分析方法，具有結合個體調查研究資料與總

體社會經濟指標進行空間推論的特色，故相當適合運用在區域比較

研究中，將提供區域比較研究不同的發展方向。  

                                                        

4. 轉引自林昌平（2012）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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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最大熵方法過去的相關應用而言，Heumann 等人（2013）曾

運用最大熵方法，分析泰國北部農業區的作物分布狀態，探討其間自

然與社會環境因素的互動關係。至於 Johnston 與 Pattie（2001）更強

調最大熵方法在選舉研究上的特色，認為其能對各項政黨支持者在

不同地區的支持態度進行估計，將地理層面的影響因素納入到選舉

研究中。同樣地，Antweiler（2007）與 Johnston 與 Pattie（2000）皆

運用最大熵估計方法（entropy-maximizing procedure），探討選民的

投票變遷與分裂投票的狀況。最後，林昌平等（2015）亦透過個體調

查資料的樣本位置，結合總體地理環境因素，以最大熵空間推論方法

探討 2012 年台灣總統選舉候選人支持者的空間分布，並與實際選舉

結果進行比較，驗證最大熵空間推論方式確實可以測量出支持態度

的空間分布。  

綜合來說，本文除本節為前言，介紹本項研究的研究目的與研究

特色之外；第貳節則透過相關文獻回顧說明過往透過社會接觸理論

與團體威脅論對於社會評價和社會認同所進行之討論；第參節接續

說明最大熵空間推論方法的發展、分析工具與操作方式；第肆節則介

紹本文所設定的研究假設、使用的調查資料與敘述統計；第伍節說明

此項調查資料透過最大熵方法的空間推論結果；最後第陸節為本文

的結論，說明研究發現與研究限制。  

貳、 社會接觸理論、團體威脅論與民眾對外

地之社會評價 

過往透過社會接觸理論與團體威脅論探討社會評價或是社會認

同的相關研究相當豐富，其中不乏探討對外地的社會評價。諸如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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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等人（2016）透過接觸理論（contact theory）與團體威脅論（group 

threat theory）的論述，探討台灣民眾對中國在社會接觸與溝通上的

提升，對於中國的印象究竟是正向提升好感，或是負向產生負面觀

感。該文提及接觸理論來自於種族間政治態度的研究，由 Allport

（1954）所提出，認為不同種族之間的族群接觸，有助於降低偏見與

敵意，提升彼此之間的接受、容忍與和諧程度，也就是透過社會接觸

將提升台灣民眾對於中國印象的好感。反之，團體威脅論則為 Blalock

（1967）所提出，認為當種族間群體的差異越大，因感受到他者群體

的差異與威脅性，將使得我群群體對於他者群體的態度更為消極負

面，也就是將使得台灣民眾對於中國的印象產生負面觀感。  

其中，楊開煌與劉祥得（2011）同樣透過社會接觸理論，探討台

灣民眾對於中國印象與認知。該文的實證結果發現，社會接觸會正向

影響台灣民眾對於中國政策的支持，其中對中國的印象越負面者，其

對於中國政策的支持越低。該文亦指出「國家刻板印象」一詞，其為

一國民眾對另一國產品或民眾的固有印象與成見，為 Nagashima

（1970）所提出，認為一國的歷史、文化與政治經濟特質皆有可能形

成他國民眾對該國的國家刻板印象。然而，如若台灣民眾對日、韓、

中存在此處所提及之國家刻板印象，則為全台灣民眾不分區域的刻

板印象，將不存在地理區位上的差異，故本文透過最大熵法探討台灣

民眾對於台、日、韓、中的總體生活品質與個體對人尊重評價，將可

以檢視其間是否存在空間差異，如若存在空間差異，究竟是較多社會

接觸的地區其對於外國評價較高，符合社會接觸理論的討論，亦或是

接觸越多的地區其對於外國的評價越低，符合團體威脅論的討論，將

是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問題。  

至於陳志柔與吳家裕（2017）亦說明 Allport（1954）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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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接觸理論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會影響個人對他群的態度，然

接觸的概念定義有所差異，整體可區分為脈絡接觸（或稱為偶然接

觸）以及行為接觸（或稱為實質接觸）兩類。前者為一地區中非特定

的接觸經驗，後者則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接觸。其中，陳志柔與于

德林（2005）同樣透過脈絡接觸經驗探討一國民眾對於移民的態度是

否有所改變，其使用的脈絡接觸經驗包括國外居住經驗、異族接觸經

驗以及親友異族通婚等經驗。  

相似的討論亦出現在 Hamberger 與 Hewstone（2011）與 Hewstone

等人（2014）的研究發現中，該文透過六組不同國家或地區的調查資

料進行檢測，同樣發現社會接觸可以降低不同族群間的偏見。反之，

王嘉州（2016）亦強調社會接觸理論認為不同族群的人際互動將影響

群體之間的對待態度，但其主要認為當中的熟人式接觸有助於相互

了解並消除對於外地之偏見。  

關於社會接觸理論更進一步的延伸發展為間接社會接觸理論，

此項理論的發展來自於 Wright 等人（1997）認為社會接觸理論所提

及之接觸過程，可能在我群與他群之間，或因為社會制度、或因為文

化氛圍，其接觸機會不一定相當頻繁。故該文嘗試探討間接社會接

觸，對於影響我群與他群之間認同態度的影響程度。簡而言之，即是

我朋友的朋友屬於他群，那麼是否影響隸屬於我群之自我本身對於

他群態度之轉變。艾娟（2016）亦說明間接社會接觸理論為一項不透

過面對面形式的社會接觸理論，為社會接觸理論的延伸發展，並具有

擴展社會接觸（extended inter-group contact）、想像社會接觸（ imaged 

inter-group contact）以及替代社會接觸（vicarious inter-group contact）

等三種不同的延伸面向。該文對於間接社會接觸理論的描述如下：  

如果一個體了解到我群成員對於他群成員之間有友誼關係

（擴展社會接觸），或是想像自己與他群成員積極互動（想像社



從台灣看東亞：台灣民眾東亞社會評價的空間推論 51 

 

 

會接觸），亦或觀察我群成員與他群成員交往互動過程（替代社

會接觸），將可以減少該個體對於他群之偏見，為社會接觸理論

的延伸發展。舉例來說，即是當一白人有直接互動的黑人朋友，

則該白人之其他白人朋友，即便未與黑人直接接觸，其對於黑人

群體的偏見亦會降低。（艾娟，2016：1096）  

其中，本文同樣透過間接社會接觸理論之概念來探討台灣民眾

對於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之社會評價之態度，其主要因素在於

本文所使用的調查資料並無法確切得知每位受訪者其是否有接觸過

他群之民眾與社會，僅能透過該受訪者所在之區域，區分為都會地區

其脈絡式的間接社會接觸機會較高，而鄉村地區其脈絡式的間接社

會接觸機會較低，來進行研究假說之設立，此為本研究使用研究資料

之研究限制。5 

故本文主要依循間接社會接觸理論中的擴展社會接觸的概念進

行分析，所謂擴展社會接觸指的是隸屬於我群之一個體，如若得知我

群之成員與他群之成員為友誼關係，將降低該個體對於他群的偏見，

進一步改善該個體對於他群之態度（Liebkind and Mcalister, 1999）。

更進一步的分析則有 Cameron 等人（2006）與 Cameron 等人（2011）

比較直接社會接觸與間接社會接觸的影響效果，發見擴展社會接觸

的概念在沒有機會進行直接社會接觸的群體之間，更具有其改善群

體間態度的效果。  

此外，Paolini 等人（2004）與 Pettigrew 等人（2007）的研究亦

發現直接社會接觸與間接社會接觸兩種不同的接觸型態，其對於降

低我群對他群的偏見並未有顯著之差異。說明在當前都會化的社會

結構型態之下，間接社會接觸機會頻繁，但仍有助於降低我群對他群

                                                        

5. 此處感謝審查委員之細心提點，因此點為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資料侷限性所在，故本文爰

引間接社會接觸之概念進行研究假說之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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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歧見。而間接社會接觸的另外一種形式，亦有可能透過家庭成員所

產生，Edmonds 與 Killen（2009）的研究即指出青少年群體之間的偏

見程度，受其父母之群體偏見所影響，兩者之間高度相關。故即使青

少年未直接接觸他群群體之成員，亦有可能透過家庭成員是否接觸

到他群成員，而改變此青少年對於他群之態度，皆屬於間接社會接觸

之範疇。      

相對地，Quillian（1995）則指陳出團體威脅論的重要性，該文

透過 12 個國家的樣本探討兩群體間的偏見差異，發現兩群體之間的

相對規模與社會經濟環境等因素，將會影響兩群體間的團體偏見。類

似的研究亦有 Huang（2015）針對中國民眾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當中

國民眾對於外國的社會經濟條件越存在正面認同時，其對於本國社

會環境與政府則存在更為負面的評價，兩者間存在明顯的負向關係，

此點發現亦與所謂兩群體間的相對參照點有關。 6 至於 Tsai 等人

（2019）則針對台灣民眾進行調查，則發現教育程度越高、經濟收入

越高以及文化容忍度越高者，該台灣民眾即對於國外民眾移民台灣

越友善，亦是相同的道理。相似的研究還有 Chandler 與 Tsai（2001）

同樣發現高等教育有助於減緩對於外國移民的偏見，而感受到不同

文化的威脅則會提升對於外國移民的偏見。  

爰此，本文所使用的社會接觸定義為直接與間接形式的脈絡接

觸，並於總體經濟指標的設定中，納入人口數、社會經濟程度、不識

字率等代表各地區規模與社會經濟環境等指標。強調在都會地區，因

民眾較為多元，故將提升個人於都會地區對於他群的偶然接觸機會

                                                        

6.  更進一步針對此處所提及兩群體間相對參照點之說明，請詳見 Huang（2015）之分析內容，

此處轉引自王嘉州（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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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間接接觸機會，並進一步觀察在不同的社會接觸程度地區，其台

灣民眾對於台、日、韓、中的評價究竟是和陳志柔與吳家裕（2017）

說明相似，偶然脈絡接觸將可提升其對於外國的評價；亦或是呼應團

體威脅論，因接觸有著更多的了解，進而因相對規模差異而形成偏

見，造成越了解其對外地的評價越低。  

此外，關於探討我群群體對外評價的相關研究，亦有關弘昌

（2018）透過調查資料分析，發現台灣青年對於中國大陸或其政府是

否具有好感，是影響其統獨態度與兩岸經貿交流態度的主要因素。而

王恩美（2018）也透過韓國《獨立新聞》此份報導的內容分析，探討

甲午戰爭之後，在朝鮮中國人為何地位由「上國國民」轉變為「骯髒

落後」的中國人。該文認為朝鮮中國人形象由正面轉向負面的主要原

因，在於朝鮮民族主義的覺醒與近代化。指出在近代化過程中，朝鮮

人如何將原不屬於他者的中國人體認為「他者」，並建構自我的民族

主義。  

最後，李佩雯（2014）則以社會認同探討陸生與台生的跨群體溝

通互動過程，該文說明社會認同為：「個體透過群體成員之歸屬所組

成的自我面向，同時這些面向對個人而言充滿了情感和意義上的重

要價值，故社會認同乃是影響個人與他群溝通互動最重要的自我概

念因素。」7 該文以社會認同的定義出發，透過跨團體互動理論，著

重探討社會認同如何在我群與他群的互動之間不斷重新建構，此點

亦是本文嘗試探討台灣民眾對於不同社會體系評價是否存在地域差

異的主因，因我群與他群的不斷接觸互動會再次形塑其間的認同機

制，而這樣的接觸互動程度，是否在地域上有所差異是本研究所關心

的。也就是呼應社會接觸理論，在較多或較少的社會接觸之下，該地

                                                        

7. 關於社會認同對自我與他群互動的影響性，請見李佩雯（2014）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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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台灣民眾對於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之總體社會生活品質與個

體對人尊重程度之評價有所差異。  

談到他者認同，過往就他者認同的相關研究，著重於透過文本探

討自我群體對於他者之論述，諸如劉紀蕙（2001）指出：「如何透過

文字與藝術以呈現『他者』之文化，並連結特定概念系統，以『鏡像』

的方式反映出我文化的自我定義，以及『觀看他文化』的立場與視

角。」8 此處所提及之「觀看他文化」以及「鏡像反映我文化」亦說

明本文所欲探討之台灣民眾的他者認同，為群體互動所形成，故在互

動過程中，所測量之台灣民眾對外地之評價，將包含了對於他者的直

接與間接接觸、對他者文化的間接接觸，以及與我群自我的教育程度

以及媒體接觸等我群文化的形塑有關，此點亦為一般社會科學研究

經常面臨之問題。9 

而透過與台灣民眾個體直接連結的調查研究資料，探討各地區

台灣民眾對於他文化與社會的評價程度，是本研究與過往他者認同

研究不同之處。本文嘗試直接透過調查資料，探討台灣民眾對他者之

社會認同與評價，而過往的研究則多以文化文本的方式觀察他者文

化，以及我群對於他者社會之論述。舉例來說，王雅玄（2012）即以

教科書為分析文本，探討當代歷史教科書的他者論述，並指出：「沒

有任何文化群體的存在，無須觀察其他文化群體。」10 故本研究透

過台灣民眾的角度，直接分析其對於其他社會群體的評價與認同程

度是否存在地域差異，同樣地著重探討我群對於他者社會的認同，以

                                                        

8. 此處提及透過鏡像方式觀看他文化的詳細內容，請見劉紀蕙（2001），頁 25、28–29 之說

明。 

9.  此點亦相當感謝審查委員之一的提醒，此為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與分析方法之侷限，為本

研究之研究限制之一。 

10. 透過文本分析探討他者論述的相關研究，亦請見王雅玄（2012）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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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我群態度的地域差異，屬於殊途同歸的另闢蹊徑，並說明了本文

探討台灣民眾對於東亞國家社會評價的重要性。  

總的來說，本研究探討台灣民眾對於他者社會評價的地域差異，

有下列五項特點。第一，本研究的分析角度，為台灣民眾如何觀看與

台灣社會相似的其他東亞儒家文化圈社會評價以反思自我，與過往

探討自我本身社會認同的方向有所差異。第二，本研究直接透過個體

民眾的調查資料對他者社會評價進行分析，與過往透過文本的間接

分析有所差異。第三，本研究中，台灣民眾的社會評價指標區分為總

體層次之社會生活品質，與個體層次之對人尊重程度，範疇完善。第

四，本研究探討各地區台灣民眾對他者社會評價之差異性，為區域比

較研究中另闢蹊徑。第五，本研究透過最大熵方法，結合個體調查資

料與總體環境指標，不僅涵蓋的因素相當完善，更可透過總體環境指

標的貢獻程度，藉由社會接觸理論的角度，探討城鄉相對差異較大

時，是否影響台灣民眾對於外地社會認同與評價之影響。  

其中，因最大熵方法的使用是本研究探討台灣民眾對於台灣、日

本、韓國與中國大陸社會評價的重要分析方法，其結合了個體調查資

料與總體環境指標，並提出不同區域的社會評價程度，故下一小節將

針對此項分析模型進行詳細之介紹。  

參、最大熵空間推論方法  

關於本研究所使用的最大熵空間推論方法，本文將透過下列順

序進行說明。第一，說明何謂熵（entropy），其由熱力學、統計力學

進一步發展為統計推論方法的發展過程為何。第二，說明熵在資訊科

學與統計學上，對應之資訊量（ information）與確定性之意涵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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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說明最大熵值法於統計估計上目標式之定義，與如何透過最大

熵值法進行此目標式機率之求解。第四、介紹本研究所使用最大熵空

間推論方法之應用軟體 MaxEnt 與其操作方式。第五、說明空間推論

結果的評估方式與總體環境因子的貢獻率。第六、說明與比較本文應

用之最大熵空間推論方法與傳統迴歸、空間迴歸等分析方法之異同

與優缺點。11 

其中，關於熵在熱力學、統計力學與統計推估過程中的發展；如

何進行最大熵之統計估計；以及最大熵法如何應用至物種分配的機

率推估，黃旻華（2017）有著相當豐富與細緻的說明。故本文以下關

於熵之定義、熵與資訊科學和統計學的結合以及最大熵統計推估方

法等內容之說明（以下第一小節至第三小節），主要引用黃旻華

（2017）的說明，並加以適當改寫，其中並輔以丁尚武（2008）、李

永樂（2018）以及貝南（2013）的相關內容，特別於此說明之。12 最

後，本節亦說明本文所使用的應用軟體 MaxEnt 之操作、以及相對應

與傳統迴歸、空間迴歸之比較。13 

一、甚麼是熵 

最早時熵屬於熱力學的範疇，由德國物理學者 Clausius 所提出，

                                                        

11. 關於此處對於最大熵空間推論方法的說明與介紹，作者相當感謝兩位審查委員所提出之

建言，讓本文作者對於此項空間推論方法，有更為深入的理解與認知。其中，亦相當感謝

審查委員之一，指正本文初稿指出熵為亂度之定義實有其偏誤，審查委員所提出之參考文

獻內容讓本文作者獲益匪淺，也進一步學習到許多。 

12. 此處關於最大熵方法的討論亦相當感謝審查委員之一的提出討論與建議。 

13. 詳見丁尚武（2008），頁 355–356，至於關於熵之教學說明，讀者亦可參考李永樂（2018）

之介紹，然其內容中仍以無序做為熵之描述，還請讀者自行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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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熵（S）為特定溫度（T）下的熱值總數（Q）。  

                        𝑆 =
𝑄

𝑇
                （1） 

接續發展過程中，熵在統計力學的定義由 Boltzmann（1877）所

提出，其將熵（S）定義為  

                        𝑆 = 𝐾𝐵ln𝑊                  （2） 

其中𝐾𝐵為波茲曼常數（Boltzmann constant），是有關於溫度及能

量的一個物理常數，至於 W 則為上述丁尚武（2008）所定義之系統

中的微觀狀態數，強調熵背後所隱含之概念，認為自然界發展的型

態，將會針對一給定的宏觀狀態，趨向往微觀狀態最大可能數目的狀

態發展。換句話說，熵的意涵說明當自然界的宏觀狀態為一定值時，

其自然發展的趨勢會往微觀狀態數量最大的狀況發展。諸如李永樂

（2018）所舉的例子：「一個氣瓶中的分子將會趨向均勻的分佈在氣

瓶當中，而非集中於氣瓶中的一隅。因均勻分布狀況下，其所包含的

微觀狀態數量最大，也就是熵最大。」而前述說明所強調之「針對一

給定的宏觀狀態，趨向往微觀狀態最大可能數目的狀態發展」的概

念，恰與統計學理論中關於統計推論的意涵：找尋最大確定性的概念

相符合，故熵所涵蓋的資訊量（或稱為欠缺的資訊）性質即發展為統

計推論的一項推論方法。  

二、熵與資訊量 

承襲上述說明，熵之概念能與統計估計的意涵相結合，主要在於

熵有所謂資訊量或是欠缺的資訊此性質。黃旻華（2017）提及 Shannon

在 1948 年將熵與資訊科學的資訊量進行連結，並提出資訊熵的概念，

其定義資訊量熵值（H）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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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i log pi               （3） 

其中式中的𝑝𝑖為事件空間中各事件發生之機率。經過此項資訊熵

的定義，熵值已經依循其資訊量概念並透過機率（機率分配的意涵）

與統計估計進行連結。當資訊量越大，也就是系統微觀狀態數越高，

代表熵值越大，背後隱含之意義即為不確定性越高，代表事件空間中

存在許多不同事件的發生機率（微觀狀態數高）。  

三、熵與統計估計 

依據前述，資訊熵值的概念已將事件機率與系統微觀狀態數進

行連結。黃旻華（2017）提及 Jaynes（1957）則依此正式提出最大熵

值原則（principle of maximum entropy）將資訊熵發展為一項統計推

估的方法。其主要的概念同樣依循當資訊量越大時，系統微觀狀態數

越多，故資訊熵值越高，代表事件空間中各事件皆存在發生機率，不

確定性大。此時，Jaynes（1957）所提出最大熵值的推估方法，即是

透過機率分配代表資訊量，以求取最大熵值（最大資訊量）為目標

式進行統計推估。此時最大熵值統計估計方法目標式的一般型，仍

為前述所提及之（3）式，將再依據各種不同的機率分配型態進行

轉換。 14 

四、最大熵空間推論與 MaxEnt 軟體 

就本研究所應用之最大熵空間推論方法來說，其背後的統計推

估過程即是依據前述提及之最大熵值法進行估計，並由生態地理領

                                                        

14. 若讀者欲進一步了解最大熵值法統計推估過程的細節，可參見黃旻華（2017）頁 155–158，

關於物種分配與計算語言學的兩項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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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進行發展，屬於一種物種分布推估之分析模式。Phillips 等人

（2004; 2006）介紹此項方法為依據已知物種的分布資訊，搭配該地

區的各項總體環境因子，以進一步推估未知區域該物種出現的機率

型態。此項空間推論方法背後所依循的概念，即前述資訊量熵的理

論，透過觀察到的個體樣本是否有出現在各地區的機率分配，將資訊

量最大也就是不確定性最高的機率分配（資訊熵值）視為目標式，配

合各地區總體環境因子的各項條件式，以估計出該個體出現在研究

區域內的空間分布。其中，此項最大熵空間推論方法，需透過個體樣

本位置的觀察，以及研究區域內總體環境因子的提供，進行空間分布

的機率推論。  

本研究進行最大熵空間推論，所使用的分析軟體為 MaxEnt，其

為一項透過最大熵值統計估計方法，進行物種空間分布推論的分析

工具。由 Phillips 等人（2004; 2006）所提出。15 圖一為 MaxEnt 軟

體的基本操作介面，圖中的左側將置入本研究所蒐集之個體樣本點

位資料，而右側則提供各地區相關之總體環境因子指標，以供最大熵

空間推論方法進行統計推估所使用。  

                                                        

15. 關於 MaxEnt 此項最大熵空間推論分析軟體，其官方網頁為 

https://biodiversityinformatics.amnh.org/open_source/maxent/，該軟體為一免費軟體，有興趣

的讀者可自行下載使用，詳見 Phillips, Dudík 和 Schapire（2019）。該軟體之詳細操作方

式，亦可參考該網頁所提供之 Phillips（2017）以及 Phillips, Anderson, Dudík, Schapire 和

Blair（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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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MaxEnt 軟體的基本操作介面  

資料來源：Phillips（2017）。  

五、最大熵空間推論結果與評估 

既然是透過有限資料來推估預測物種的空間分布型態，故須針

對預測結果進行驗證。就最大熵方法的空間推論過程而言，即是透過

隨機抽樣的方法，將已觀察到的個體資料區分為兩部分，分別作為模

型估計與模型驗證兩項用途。其中，每一筆個體資料背後，亦同步包

含該項個體資料所在位置的空間資訊，稱為該空間的環境因子，諸如

溫度、雨量、高度等不同屬性，而最大熵空間推論方法即是根據此項

個體資料確實存在空間的環境屬性，於其它屬性相似的空間單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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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空間推論的預測，進一步估計出此個體資料於不同空間單元出

現的機率值。  

實際的驗證方式，是使用特徵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ROC）進行檢驗。特徵曲線透過比較真陽性率（sensitivity）與假陽

性率（1-specificity）進行繪製，其中縱軸為真陽性率，橫軸為假陽性

率。所謂真陽性率是實際該空間單元存在個體生物資訊，而最大熵空

間推論的結果，也預測該空間單元應該出現該個體生物資訊，預測之

結果符合實際結果，代表空間推論正確。反之，假陽性率則是實際上

該空間單元並未存在個體生物資訊，然而最大熵空間推論方法卻預

測該空間單元應該出現該個體生物資訊，也就是預測之結果並未符

合實際結果。  

換句話說，就特徵曲線的呈現來說，即是縱軸的真陽性率越高越

好，橫軸的假陽性率越低越好，最佳的預測結果為預測百分之百正確

的座標軸（0, 1）位置，呈現一倒 L 的形狀。故在空間推論的驗證上，

亦可使用 ROC 曲線下的面積（area under curve, AUC）做為驗證最

大熵空間推論方法優劣的方式，隨著 ROC 曲線越接近倒 L 形狀時，

其曲線下的面積將會越大，也就是 AUC 指標越高，當最大熵空間推

論結果完全正確時，其 AUC 指標為 1。  

此外，MaxEnt 分析軟體除了會提供空間推論驗證所用之 ROC 曲

線與 AUC 指標外，亦為了解各項總體環境因子指標於最大熵空間推

論過程中的影響性大小，故亦計算各項總體環境因子指標，在空間推

論過程中所佔的貢獻率，說明其對於此項空間推論過程的影響程度。

因此各項總體環境因子的貢獻率，是最大熵空間推論判別其對於個

體空間分布影響程度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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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大熵空間推論、迴歸分析與空間迴歸分析 

就本文所使用之最大熵空間推論方法與迴歸分析（類別依變項

迴歸、多層次迴歸分析），以及空間迴歸分析的異同之處。在於最大

熵空間推論方法的主要特色，為結合個體樣本資料的空間位置與總

體區域環境因子指標進行空間分布機率的推論。以下將依據最大熵

空間推論方法的特點，與類別依變項迴歸、多層次迴歸、空間迴歸等

不同的分析方法進行比較。  

就類別依變項迴歸而言，如若依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與資料屬

性，在類別依變項的分析過程當中，由於其分析單位為個體民眾，故

僅能就個體調查資料探討其對於台灣、日本、韓國與中國大陸社會評

價的高低，以及個體屬性變項之間的關聯性，並無法納入空間區位以

及總體環境因子指標進行討論。  

若進一步以多層次迴歸進行分析，此項分析方法可以納入個體

與總體層次變項，對於台灣民眾對於社會評價的影響性進行探討，然

其個體與總體變項皆為該項觀察值本身之屬性，也就是並無法納入

區位空間上的鄰近效果進行討論，亦即其多層次仍為台灣民眾自我

本身之個總體層次屬性，而非鄰近區域指標或是鄰近個體樣本對其

之影響性。  

至於若以空間迴歸分析方法，納入空間上的鄰近效果進行討論，

則其迴歸模型中空間矩陣的設定，將依循其分析單元而定。如若分析

單元為個體層次之台灣民眾，則其空間矩陣將設定所有民眾之間的

鄰近關係，且迴歸模型中的自變項將侷限於個體層次之變項；反之，

如若其分析單元為總體層次之地理區位，則空間矩陣的設定將是各

地理區位之間的鄰近關係，且迴歸模型中的自變項亦以總體區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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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為主。  

綜合言之，本文所使用的最大熵空間推論方法，不僅同步考量個

體樣本點位與總體區域環境因子指標之影響性，亦將空間鄰近效果

透過個體樣本點位置的方式，在空間機率推論的過程中進行考量。然

本項研究方法亦存在一項侷限，即無法考量個體層次樣本點本身個

體變項之影響性，此為最大熵空間推論方法之侷限所在。16 

肆、研究假設、資料來源與個體樣本位置  

由於本研究探討在城鄉之間，台灣民眾對於台灣、日本、韓國與

中國大陸總體生活品質與個體對人尊重程度的社會評價，是否存在

地域差異。在城市等都會地區中，台灣民眾是否因較容易直接或間接

接觸到他群社會與他群社會之民眾，故其對四項東亞儒家文化圈的

社會評價與鄉村地區有所差異，存在地域之差別性，呼應間接社會接

觸理論的討論。  

首先，依循前述提及本文透過社會接觸理論與團體威脅論，此

兩項相互競爭的理論進行討論，探討在台灣不同地區之民眾是否會

因為與日、韓、中民眾之接觸程度差異，對其社會環境與尊重程度之

評價有所差異，並探討隨著接觸機率的提升，究竟是提升對於不同地

區社會環境與尊重程度的評價，亦或降低評價。  

爰此，本文提出下列假設一與假設二，分別驗證社會接觸理論

與團體威脅論之辯證。  

假設一（社會接觸理論）：相較於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較低地區之

                                                        

16. 此處亦感謝審查委員之一的悉心提點，未來應會進一步考量結合幾種不同的分析方法，進

行台灣民眾社會評價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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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在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較高地區，因直接或間接之社會接觸程度

較高，形成對於他群之理解，故其台灣民眾對於他者社會的評價程度

較高。  

假設二（團體威脅理論）：相較於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較低地區之

民眾，在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較高地區，因直接或間接之社會接觸程度

較高，形成相對差異之威脅，故其台灣民眾對於他者社會的評價程度

較低。  

其次，再透過現代化理論的討論，探討當都市化達到一定程度

之後，相較於都市發展程度較低地區之民眾，在都市發展程度較高之

地區，其台灣民眾因現代化發展價值程度較高，故台灣民眾對於他者

社會的評價程度是否相應提升，並提出假設三。  

假設三（現代化理論）：相較於人口數較低地區之民眾，在人口

數較高地區，因現代化發展價值程度較高，故台灣民眾對於他者社會

的評價程度較高。  

此外，依循本文前述之介紹，由於社會評價與社會認同之形塑，

與該地區之族群、政黨與教育程度相關，這些因素皆為進行我群與他

群認同的影響因子，亦於本研究中列入重要的總體環境因子。故本文

亦以不同族群類型、不同政黨支持以及不同教育程度，做為指標探討

是否各地區台灣民眾，其對於外地之社會生活品質與個人尊重評價

出現歧異，分別列出下列假設四至假設六。  

假設四：不同族群類型之地區，其台灣民眾對於他者社會的評

價程度存在地域差異。  

假設五：不同政黨支持之地區，其台灣民眾對於他者社會的評

價程度存在地域差異。  

假設六：不同教育程度之地區，其台灣民眾對於他者社會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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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程度存在地域差異。  

本文所使用的調查資料為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中心學術調查研

究資料庫所釋出的「中國效應調查研究2011」（張茂桂，2012），該

項調查研究的受訪者為台灣民眾，其調查問卷題目中，有兩大類很適

合本文研究目的的題組，分別測量台灣民眾對於各國社會的總體生

活品質評價，以及社會個體對人的尊重程度評價，此兩大類題組分別

說明如下。17 首先，就總體社會的生活品質而言，該項調查分別詢

問台灣民眾下列問題：  

□  請問，對於台灣社會的生活品質，您會打幾分？  

□  請問，對於日本社會的生活品質，您會打幾分？  

□  請問，對於韓國社會的生活品質，您會打幾分？  

□  請問，對於中國大陸社會的生活品質，您會打幾分？  

其中，該項調查分別詢問台灣的受訪者，其對於台灣、日本、韓

國以及中國大陸社會的生活品質評價，分數由 0 分至 10 分，分數越

大代表該位受訪者對於該社會的生活品質評價越高。  

此項題組調查結果的敘述統計如表一所示，在各題項之合格受

訪者分別為 1,033 位至 1,165 位之間，其中各題項的回答結果落於 0

                                                        

17. 中國效應調查研究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中國效應研究小組」所執行的一系列調查

研究計畫，該研究小組自 2011 年開始蒐集針對「中國崛起」的各項社會變遷議題進行調

查，目前所釋出的調查研究資料共計有 2011、2012、2013、2015 與 2016 年共五波的調查

資料，然因本研究所著重探討的主要題項「台灣民眾對於各國社會的總體生活品質評價」

以及「台灣民眾對於社會個體對人尊重程度評價」兩系列題組，僅出現在 2011 年的問卷

題目當中，故本文以「中國效應調查 2011」該波次的調查結果為研究對象，並輔以相對應

的環境因子變項進行最大熵方法的空間推論。關於中國效應調查研究歷年各波次調查結

果的詳細介紹，請參見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的網頁說明。（張茂

桂，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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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 分之間。若以平均數來看，台灣民眾對於日本社會生活品質的

評價分數為最高，有 7.321 分；其次為韓國的 5.526 分以及台灣的

5.357 分；最後則為對中國大陸社會生活品質評價的 3.953 分。此處

可看出台灣民眾總體來說對於各國社會生活品質的評價態度，大致

而言，對於日本社會生活品質的評價程度最高，其次則認為韓國與台

灣約略相當，最後則是對於中國大陸社會生活品質的總體評價程度

較低。此外，各項社會生活品質評價的標準差約位於 1.754 至 1.875

之間，顯示各變項的波動程度相當，並未有對某國家社會生活品質評

價波動程度較大的狀況，顯示台灣民眾整體而言對此四個社會生活

品質評價的一致性。  

表一   生活品質與尊重程度變項的敘述統計  

變項  觀察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社會生活品質  

台灣  1165 5.357 1.872 0 10 

日本  1126 7.321 1.817 0 10 

韓國  1033 5.526 1.754 0 10 

中國大陸  1123 3.953 1.875 0 10 

對人的尊重程度  

台灣  1170 5.857 1.940 0 10 

日本  1135 7.197 1.821 0 10 

韓國  1078 5.003 1.966 0 10 

中國大陸  1146 3.202 1.905 0 10 

資料來源：張茂桂（2012）、作者自行整理。  



從台灣看東亞：台灣民眾東亞社會評價的空間推論 67 

 

 

其次，就個體對人的尊重程度來說，該項調查分別詢問台灣民

眾下列問題：  

□  請問，台灣社會對人的尊重程度，您會打幾分？  

□  請問，日本社會對人的尊重程度，您會打幾分？  

□  請問，韓國社會對人的尊重程度，您會打幾分？  

□  請問，中國大陸社會對人的尊重程度，您會打幾分？  

同樣地，該項調查分別詢問台灣的受訪者，其對於台灣、日本、

韓國以及中國大陸社會對人的尊重程度評價，分數由 0 分至 10 分，

分數越大代表該位受訪者對於該社會對人的尊重程度評價越高。  

此項題組調查結果的敘述統計同樣如表 1 所示，在各題項之合

格受訪者分別為 1,078 位至 1,170 位之間，其中各題項的回答結果落

於 0 至 10 分之間。若以平均數來看，台灣民眾對於日本社會對人的

尊重程度評價分數為最高，有 7.197 分；其次為台灣的 5.857 分以及

韓國的 5.003 分；最後則為對中國大陸社會對人尊重程度的 3.202 分。

此處同樣可看出，台灣民眾總體來說對於各國社會對人的尊重程度

評價樣態，大致而言，對於日本社會對人的尊重程度評價最高，其次

則認為台灣與韓國約略相當，最後則是對於中國大陸社會對人的尊

重程度評價程度較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生活品質的評價上，

台灣雖然略遜於韓國，但是反之在社會對人尊重程度的評價上，則反

過來是韓國略遜於台灣，顯示台灣民眾雖認為韓國社會在生活品質

上較台灣稍好，但是台灣社會在對人的尊重程度上則是勝於韓國。  

此外，本文亦針對此兩組各四項台灣民眾對外地之評價進行相

關分析，探討台灣民眾對於台、日、韓與中四地之總體社會生活品質

與個體對人尊重程度的評價是否存在高度相關。如若出現高度相關

的情況，則會影響本研究探討各地區台灣民眾對於四地之總體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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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質與個體對人尊重程度評價是否存在差異性，故此處先進行

台灣民眾對於台、日、韓與中之總體與個體評價的相關性分析。18  

分析結果如表二所示，表中的上半部呈現台灣民眾對於台灣、日

本、韓國與中國的總體社會生活品質評價之相關係數，由表中可以看

出台灣民眾於此四地之生活品質評價存在低度的正向相關性，其中

以台灣民眾對於韓國與中國大陸的評價相關性為最高，達到 0.340；

以台灣民眾對於日本與中國大陸的評價相關性為最低，僅為 0.136。

然無論是何組評價之相關係數皆為顯著的低度相關，顯見台灣民眾

對於此四地的總體社會生活品質評價仍存在其差異性，故本研究將

進一步探討各地區台灣民眾對於四地評價是否存在其地區之差異。  

至於表中的下半部則呈現台灣民眾對於台灣、日本、韓國與中國

個體對人尊重程度評價之相關係數，由表中可以看出台灣民眾於此

四地之對人尊重程度評價同樣存在低度的正向相關性，其中仍然以

台灣民眾對於韓國與中國大陸的評價相關性為最高，達到 0.341；以

台灣民眾對於日本與中國大陸的評價相關性為最低，僅為 0.046，皆

為顯著的低度正向相關。然無論是何組評價之相關係數皆為顯著的

低度相關，顯見台灣民眾對於此四地的個體對人尊重程度評價仍存

在其差異性，故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各地區台灣民眾對於四地評價

是否存在其地區之差異。  

  

                                                        

18. 此處亦相當感謝審查委員之一的細心提點，說明如若評價之間存在高度相關，則對於本研

究欲探討台灣民眾對於外地評價的地區差異將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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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台灣民眾對外地評價之相關係數  

總體社會生活品質  

 台灣  日本  韓國  中國大陸  

台灣  1 ─ ─ ─ 

日本  0.272* 1 ─ ─ 

韓國  0.304* 0.385* 1 ─ 

中國大陸  0.291* 0.136* 0.340* 1 

對人的尊重程度  

 台灣  日本  韓國  中國大陸  

台灣  1 ─ ─ ─ 

日本  0.296* 1 ─ ─ 

韓國  0.312* 0.376* 1 ─ 

中國大陸  0.336* 0.046* 0.341* 1 

說明：表中的*為 p 值小於 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總的來說，此項相關分析說明各地區民眾對四個地區的評價有

所關聯，然並非強烈相關。此點也符合在進行調查研究上的概念，相

同構念的一組題目詢問相同的一位受訪者，其答項應有一定程度的

相關以說明此題組的信度。  

最後，本文使用此處所介紹之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中心學術調

查研究資料庫所釋出的「中國效應調查研究 2011」（張茂桂，2012），

做為本研究的樣本資料，除了該項調查同時探討台灣民眾對於台灣、

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大陸社會的評價之外，還有一項主要因素在於該

項調查同時蒐集受訪者的地理資訊，提供受訪者於鄉鎮市區層級的

地理空間單元位置，有助於本文透過最大熵空間推論方法，探討台灣

民眾對於此四個社會認知程度的空間分布樣態。  

圖二即為本文所使用的總樣本資料，其空間位置分布圖，並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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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呈現各鄉鎮市區的樣本數目。由圖中可以看出，此項調查已注意到

空間資訊蒐集的重要性，故在受訪樣本的空間抽樣上，大多鄉鎮市區

皆有其受訪者，雖然因人口比率之影響，可以看出在都會地區的樣本

資料數量較多，但是整體而言，大部分鄉鎮市區皆存在樣本資料點，

有助於本文後續透過最大熵方法進行空間推論。然而，不可諱言的，

由於中部山區與東部地區出現較少的樣本資料，此點亦確實影響到

本文於此地區的空間推論結果。  

 

圖二   2011 年中國效應調查總樣本位置圖  

資料來源：張茂桂（2012）、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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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所使用的最大熵空間推論方法，是利用調查資料相關

訊息與樣本點位置，輔以各鄉鎮市區的總體環境資訊，進行台灣民眾

對於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大陸社會評價的空間分布推論與探

討。針對 2011 年的中國效應調查資料，本文所使用的各鄉鎮市區總

體環境資訊，包括各鄉鎮市區的不識字率、人口數、社會經濟程度、

2008 年總統選舉國民兩黨得票率，以及族群接觸機會分類和區域分

類等變項。  

其中，社會經濟程度變項是依據黃秀端（2011）對於各行政區位

的分層方式，透過十四項人文區位變數進行因素分析，並使用集群分

析進行分層，所獲得共八層不同的鄉鎮市區區域分類。19 族群接觸

機會分類依據王甫昌（2002）的分類進行區分，而各鄉鎮市區的區域

分類，則依據朱雲漢（2003）與劉義周（2004）的分類方式，將各鄉

鎮市區區分為北基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高屏、花東外島

等六項區域。  

伍、台灣民眾的東亞社會評價  

依循上述說明，本文透過最大熵空間推論方法，並輔以各鄉鎮市

區的總體環境資訊，對於 2011 年台灣民眾對於台灣、日本、韓國以

及中國大陸社會的總體生活品質與個體對人尊重程度之評價進行空

間推論。  

而在本文的空間推論過程中，將透過不同的門檻定義，就原先調

查資料中，受訪者提出 0 分至 10 分的評價分數，區分為大於平均數、

大於第 75 分位數以及大於 7 分三類，做為最大熵空間推論分析中，

                                                        

19. 詳細的人文區位變數列表請參見黃秀端（2011）註腳 1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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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存在資料空間位置的定義。也就是說，本文透過較寬鬆的相對比

較（大於平均數）、較嚴謹的相對比較（大於第 75 分位數），以及

嚴謹的絕對比較（大於 7 分）三類門檻定義，分別設定各項評價較

高受訪者的實際出現位置，如此將可以進一步透過最大熵空間推論

方法，並輔以總體的環境因素，探尋其他與出現地區相似的鄉鎮市

區，估計出同樣出現評價較高受訪者的機率值，最後並以整體空間的

機率分布，探索與比較台灣民眾對於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大陸

社會評價的空間分布差異性。  

據此，以下接續說明台灣民眾對於各社會評價的空間推論結

果，首先說明對社會的生活品質評價，其次說明社會對人尊重程度

的評價。  

一、對社會的生活品質評價 

(一) 台灣  

台灣民眾對於台灣社會生活品質的評價來說，本文透過前述三項

門檻定義：寬鬆的相對比較、較嚴謹的相對比較、嚴謹的絕對比較，

進行最大熵空間推論，其空間預測結果如圖三所示。其中左圖為門檻

值定義為大於全體台灣民眾評價平均數的結果，也就是設定其評分大

於 5.357 的台灣民眾位置，為確實存在對於台灣社會生活品質評價較

高的空間位置，並輔以各鄉鎮市區的環境因素進行空間預測之結果。 

從圖中可以看出，對於台灣社會生活品質評價相對較高的區域

主要出現在都會地區，其預測機率值較高，且存在空間聚集的狀況，

也就是當一鄉鎮市區對台灣社會生活品質的評價較高時，其鄰近鄉

鎮市區對台灣社會生活品質的評價亦較可能出現較高的評價機率。

此外，西部地區出現高於平均數的評價機率亦較東部地區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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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進一步探討較嚴謹的相對比較，也就是將門檻值定義為大

於全體台灣民眾評價之第75分位數，才視為確實存在對於台灣社會

生活品質評價較高的空間位置，將如圖三的中圖所示。從圖中可以看

出對於台灣社會生活品質評價相對較高的區域，同樣以出現在西部

的都會地區為主，其預測機率值較高，且亦存在空間聚集的狀況，當

一鄉鎮市區對台灣社會生活品質的評價較高時，其鄰近鄉鎮市區對

台灣社會生活品質的評價亦較高。此點說明本文依循社會接觸理論

的假設一成立，亦即在直接或間接社會接觸較為頻繁的都會地區，其

對於台灣總體生活品質的評價較高，說明了透過社會接觸理論可讓

群體相互了解而提升其評價程度。反之，依循團體威脅論的假設二則

不成立，並未發現在接觸程度較高之地區，其台灣民眾對於總體社會

生活品質的評價較低。結合前述兩項不同門檻值定義設定的分析結

果，可以發現使用最大熵空間推論，分析台灣民眾對於台灣社會生活

品質的評價，其空間預測與推論是存在一致性的，顯見最大熵方法的

穩定程度。  

進一步透過嚴謹的絕對比較，進行空間推論與預測，其空間預

測結果則如圖三的右圖所示，其中設定門檻值定義為大於評價分數7

分，也就是設定其評分大於7分的台灣民眾位置，為確實存在對於台

灣社會生活品質評價較高的空間位置，並輔以各鄉鎮市區的環境因

素進行空間預測之結果。其空間推論結果與前兩項門檻值定義的空

間推論相當，同樣是對於台灣社會生活品質評價較高的區域多為出

現在西部都會地區，其預測機率值較高，且存在空間聚集的狀況。然

而因門檻定義較高，故整體空間推論的機率值略低於前述空間推論

與預測分析結果。  

最後，表三呈現台灣民眾對於台灣社會生活品質評價的最大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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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推論分析中，其環境因子的貢獻程度與整體的AUC比值。就本

文所使用的環境因子而言，其貢獻度較高的因子分別為代表各鄉鎮

市區發展程度的人口數與社會經濟程度，以較寬鬆的相對比較設定

（大於平均數）之門檻定義來說，人口數環境因子的貢獻度即高達

52.512%，緊接著的社會經濟發展程度亦有14.111%的貢獻度。此點

說明本文依循現代化理論所提出的假設三成立，在都市化發展之下，

其都市化程度較高之地區，因現代化發展價值程度較高，故台灣民眾

對於總體社會生活品質的評價程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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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貢獻度較高的環境因子則為代表族群接觸機率分類中原住

民集中地區之鄉鎮市區，和 2008 年國民兩黨的總統選舉得票率，其

環境因子貢獻度分別為 12.056%、4.594%和 4.352%。此處亦說明了

本文所提出之假設四與假設五成立，顯示族群與政黨支持等因素，確

會影響台灣民眾社會評價的地域差異。  

最後才為代表該鄉鎮市區教育程度的不識字率和該鄉鎮市區的

區域變項中的大高雄與屏東地區分類，然其環境因子貢獻度已經降

低到 1%左右。故本文認為就台灣民眾對於台灣總體社會生活品質的

評價而言，假設六所提出的教育程度因素影響性不大，此點有可能與

近年台灣民眾教育程度普遍提升，較不存在空間差異有關。  

此外，針對台灣民眾對於台灣社會生活品質評價的最大熵空間

推論，其AUC值大體皆約為0.80，說明有80%的面積落於該項空間推

論的ROC曲線下方，此點亦可說明此處空間推論結果的驗證程度，也

就是將前述提及保留部分實際樣本資料點的位置做為推論結果的驗

證之用，大約有80%比例的保留樣本資料點，確實落在本文預測出現

評價分數較高的鄉鎮市區中，說明了此處透過最大熵空間推論來預

測推論結果的正確性。  

(二) 日本   

 進一步說明台灣民眾對於日本社會生活品質評價的空間推論與

預測結果，圖四為台灣民眾對於日本社會生活品質的空間推論預測

機率分布圖。其中因為整體而言，台灣民眾對於日本社會生活品質的

評價分數就較高，故若以門檻值定義為大於全體台灣民眾評價之平

均數來說，將是設定評分大於 7.321 分的台灣民眾位置，為確實存在

對於日本社會生活品質評價較高的空間位置，接續同樣輔以各鄉鎮

市區的環境因素進行空間預測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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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四中可以看出，雖然確實存在對於日本社會生活品質高評

價的門檻設定較高，然其空間推論與預測機率分布，無論是較為寬鬆

的大於平均數或是較為嚴謹的大於第75分位數，其空間推論結果亦

呈現西部高於東部，且都會地區對於日本社會生活品質出現高評價

的機率值亦較大。說明台灣民眾對於日本社會生活品質之評價存在

地域差異，且同樣有空間聚集的狀況，當一鄉鎮市區對日本社會生活

品質的評價較高時，其鄰近鄉鎮市區對日本社會生活品質的評價亦

相對較高，顯示最大熵空間推論分析，對於台灣與日本社會生活品質

評價的一致性。此點同樣顯示本文依循社會接觸理論所提出的假設

一成立，也就是當一地區台灣民眾的直接或間接社會接觸程度越高，

其因為對於所接觸的他群越了解，故會提升其對於日本總體社會生

活品質的評價；反之，依循團體威脅論的假設二則不成立，本文並未

發現因為接觸程度越高造成其間相對差異越大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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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表三同樣呈現台灣民眾對於日本社會生活品質評價的最

大熵空間推論分析中，其環境因子的貢獻程度與整體的 AUC 比值。

就此次分析台灣民眾對於日本社會生活品質評價的空間推論而言，

其環境因子的貢獻度與前述對於台灣社會生活品質評價的空間推論

結果，有著相似的順序，其貢獻度較高的因子同樣為代表各鄉鎮市區

現代化發展程度的人口數，若以較寬鬆的相對比較設定（大於平均

數）之門檻定義來說，人口數環境因子的貢獻度即高達 59.007%。此

點同樣說明依循現代化理論之假設三成立，也就是相較於人口數較

低地區之民眾，在人口數較高地區，因現代化發展價值程度較高，故

台灣民眾對於日本總體社會生活品質的評價程度較高。  

緊接著為代表族群接觸機率分類中的原住民集中地區鄉鎮市

區，此點與前述台灣社會生活品質的比較略有不同，其環境因子貢獻

度達 13.525%，接續才為同樣代表各鄉鎮市區發展程度的社會經濟發

展程度，貢獻度亦有 10.111%。之後貢獻度較高的環境因子亦有 2008

年國民兩黨的總統選舉得票率以及不識字率，其環境因子貢獻度分

別為 3.053%、3.347%和 1.979%。此處的分析結果亦驗證族群因素亦

影響台灣民眾對於日本社會生活品質之評價，亦即假說四成立。  

最後，針對台灣民眾對於日本社會生活品質評價的最大熵空間

推論，其 AUC 值約略為 0.80 上下，同樣顯示約有 80%的面積落於

該項空間推論的 ROC 曲線下方，說明若將前述提及保留部分實際樣

本資料點的位置做為推論結果的驗證之用，大約有八成比例的樣本

資料點，確實落在本文預測出現評價分數較高的鄉鎮市區中。此點不

僅說明了此處空間推論結果的可驗證性，亦呈現最大熵空間推論分

析結果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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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韓國  

圖五則探討台灣民眾對於韓國社會生活品質評價的空間推論與

預測結果，呈現台灣民眾對於韓國社會生活品質的空間推論預測機

率。在三項不同的門檻定義下，圖五的左、中、右圖分別呈現寬鬆的

相對比較、較嚴謹的相對比較、嚴謹的絕對比較定義下之最大熵空間

推論結果。  

整體而言，台灣民眾對於韓國社會生活品質的評價分數約與台

灣社會相當。若將台灣民眾對於韓國社會生活品質的空間推論結果，

與前述對台灣與日本社會生活品質的空間推論結果進行比較，發現

台灣民眾對於韓國社會生活品質的空間推論預測機率分布與台灣的

推論結果較為相近，同樣呈現西部高於東部之地域差異，且都會地區

對於韓國社會生活品質出現高評價的機率值較大。故本文所提出的

假設一成立，當一地區台灣民眾的直接或間接社會接觸程度越高，

其對於所接觸的他群偏見越低，故提升其對於韓國總體社會生活品

質的評價；反之，依循團體威脅論的假設二則不成立，本文並未發

現因為接觸程度越高造成其間相對差異越大的現象。其預測機率值亦

出現空間聚集的狀況，說明當一鄉鎮市區對韓國社會生活品質的評價

較高時，其鄰近鄉鎮市區對韓國社會生活品質的評價亦相對較高。  

就環境因子的貢獻度而言，其貢獻度較高的環境因子順序亦與

對台灣社會生活品質評價的空間推論結果相同，皆是代表各鄉鎮市

區發展程度的人口數，其貢獻度最高，有著超過五成的貢獻度。此點

同樣說明依循現代化理論之假設三成立，也就是相較於人口數較低

地區之民眾，在人口數較高地區，因現代化發展價值程度較高，故台

灣民眾對於韓國總體社會生活品質的評價程度較高。其次亦為代表

發展程度的社會經濟發展環境因子，接續貢獻度較高的環境因子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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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代表族群接觸機率分類中的原住民集中地區鄉鎮市區，和 2008 年

國民兩黨的總統選舉得票率。故本文所提出之假設四與假設五亦成

立，顯示族群與政黨支持等因素，確會影響台灣民眾對韓國總體社會

評價的地域差異。  

最後，其 AUC 值皆較對台灣社會生活品質的 AUC 值為低，此

點可能與回答對韓國社會生活品質評價的受訪者數目較少有關，故

預留進行預測檢驗的樣本數也相對較少，但整體的預測正確率同樣

仍有接近八成的水準。  

(四) 中國大陸  

最後，本文亦同時探討台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社會生活品質評

價的空間推論，分析結果如圖六所示。圖中所呈現的機率值分布，與

先前對於台灣、日本以及韓國社會生活品質空間推論結果的類似之

處，在於亦呈現都會地區有較高的機率值分布、西部地區的預測機率

值大於東部地區，說明台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社會評價存在地域差

異。同時驗證本文依循社會接觸理論所提出的假說一，當一地區台

灣民眾的直接或間接社會接觸程度越高，會提升其對於中國之總體

社會生活品質的評價；反之，依循團體威脅論的假設二則不成立。  

至於就環境因子的使用貢獻度而言，此處的空間推論過程，則與

前述分析相似，有著相同的環境因子貢獻度順序，前五大貢獻度之環

境因子分別為代表各鄉鎮市區現代化發展程度的人口數與社會經濟

程度，以及代表族群接觸機率分類中的原住民集中地區鄉鎮市區，最

後則是 2008 年國民兩黨的總統選舉得票率。顯示本研究所提出之假

設三、假設四與假設五皆成立，說明了依循現代化理論的都會發展、

族群與政黨支持皆明確的影響台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社會生活品質

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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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就台灣民眾對於韓國與中國之總體社會生活品質評價的

分析來說，其「2008 國民黨得票率」的貢獻度遠大於「2008 民進黨

得票率」；反之，在台灣民眾對於台灣與日本的總體社會與個體尊重

評價來說，「2008 國民黨得票率」與「2008 民進黨得票率」的貢獻

度則相似。此點似乎說明在國民黨得票率較高的地區，其台灣民眾對

於韓國與中國的評價較佳，然此項結果僅為初步發現，後續研究將進

一步比較「國民黨得票率」與「民進黨得票率」之影響性是否有明顯

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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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社會對人的尊重程度評價 

(一) 台灣  

就台灣民眾對於台灣社會對人尊重程度評價來說，本文同樣透

過前述三項門檻定義：寬鬆的相對比較、較嚴謹的相對比較、嚴謹的

絕對比較，進行最大熵空間推論，其空間預測結果如圖七所示。分析

結果顯示，對於台灣社會對人尊重程度評價相對較高的區域出現在

都會地區，存在地域差異，且同樣存在空間聚集的狀況，當一鄉鎮市

區對台灣對人尊重程度的評價較高時，其鄰近鄉鎮市區對台灣對人

尊重程度的評價亦較可能出現較高的評價機率。此點同樣說明當一

地區台灣民眾的直接或間接社會接觸程度越高，會提升其對於個體

對人尊重程度的評價，也就是依循社會接觸理論的假說一成立；反

之，依循團體威脅論的假設二則不成立。  

此外，就所使用的環境因子而言，其貢獻度顯示如表四，其中貢

獻度較高的因子分別為代表現代化發展程度的人口數、代表族群接

觸分類的原住民集中地區，以大於平均數之門檻定義來說，人口數環

境因子的貢獻度即高達 55.209%、原住民集中地區亦有 14.613%的貢

獻度。接續貢獻度較高的環境因子則為同樣代表發展程度的社會經

濟發展程度，以及 2008 年國民兩黨的總統選舉得票率，和代表教育

程度的不識字率，其環境因子貢獻度分別為 10.412%、5.106%、

2.306%和 2.337%。整體而言，代表族群接觸與政黨支持因素之假設

四與假設五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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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 

 圖八為台灣民眾對於日本社會對人尊重程度空間推論預測機率

分布圖，分析結果顯示，都會地區對於日本社會對人尊重程度出現高

評價的機率值亦較大，呈現地域差異。其中，當一鄉鎮市區對日本社

會對人尊重程度的評價較高時，其鄰近鄉鎮市區的評價亦相對較高。

說明當一地區台灣民眾的直接或間接社會接觸程度越高，將因為對

他群越了解而降低偏見，故會提升其對於日本個體對人尊重程度的

評價；反之，依循團體威脅論的假設二則不成立，本文並未發現因為

接觸程度越高造成其間相對差異越大的現象。  

就所使用的環境因子而言，其貢獻度較高的因子分別為代表各

鄉鎮市區現代化發展程度的人口數以及代表族群接觸分類的原住民

集中地區，其次為同樣代表發展程度的社會經濟發展程度、2008 年

國民兩黨的總統選舉得票率，以及代表教育程度的不識字率。整體而

言，就此項空間推論總體環境因子的貢獻率來說，本文所提出之假說

三至假說五亦在探討台灣民眾對於日本個人尊重程度上成立，說明

現代化發展、族群與政黨支持之影響性。最後，從代表空間推論能力

的 AUC 值來看，此項模型的預測能力約 80%。  

(三) 韓國 

 圖九則探討台灣民眾對於韓國社會對人尊重程度評價的空間推

論，發現台灣民眾對於韓國社會生活品質的空間推論預測機率分布

與台灣的推論結果較為相近，顯示出西部高於東部、都會地區評價較

高的地域差異。呼應本文因應社會接觸理論所提出的假設一，因台灣

民眾的直接或間接社會接觸程度越高，會提升其對於韓國個體對人

尊重程度的評價；反之，依循團體威脅論的假設二則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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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較為特別之處在於，此處探討社會對人尊重程度的個體特

色，可以發現台灣民眾對台灣社會對人尊重程度的預測機率分布，較

對韓國社會對人尊重程度的預測分布更為廣泛。說明在生活品質的

評價上，台灣雖然略遜於韓國，但是在社會對人尊重程度的評價上，

則反過來是韓國略遜於台灣，顯示台灣民眾雖認為韓國社會在生活

品質上較台灣稍好，但是台灣社會在對人的尊重程度上則是稍勝於

韓國，故此處台灣民眾對韓國社會對人尊重程度的機率分布（圖九），

其高機率分布的樣態，較台灣民眾對台灣社會對人尊重程度的機率

分布（圖七）稍低。  

最後，就環境因子的貢獻度而言，其貢獻度較高的主要環境因子

為代表各鄉鎮市區現代化發展程度的人口數、代表族群接觸分類的

原住民集中地區，其次為社會經濟發展程度、2008 年國民兩黨的總

統選舉得票率，以及代表教育程度的不識字率。亦說明本文所提出之

假說三至假說五在探討台灣民眾對於韓國個人尊重程度上成立，說

明現代化發展、族群與政黨支持之影響性。  

(四) 中國大陸 

最後，就探討台灣民眾對中國大陸社會對人尊重程度評價的空

間推論，分析結果如圖十所示。其呈現的機率值分布，同樣說明一地

區台灣民眾的直接與間接社會接觸程度越高，將會提升對於他群之

理解，故提高對於中國個體對人尊重程度的評價；反之，依循團體威

脅論的假設二則不成立。  

然由於台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整體社會對人尊重程度的評價較

低，故其進行最大熵空間推論後的機率值分布亦呈現較低的機率值，

尤其是在嚴謹的絕對比較之門檻設定下（圖十之右圖），因總樣本資

料中對於中國大陸社會對人尊重程度評價大於 7 分的樣本資料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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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較少，故整體預測之機率值，較前述對於台灣、日本與韓國社會對

人尊重程度評價的預測機率分布較低。  

此外，就環境因子的貢獻度而言，其貢獻度較高的主要環境因子

為代表各鄉鎮市區現代化發展程度的人口數以及代表族群接觸分類

的原住民集中地區，其次為社會經濟發展程度、2008 年國民兩黨的

總統選舉得票率，以及不識字率。同樣說明本文所提出之假說三至假

說五在探討台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個人尊重程度上成立，說明現代

化發展、族群與政黨支持之影響性。  

此外，與前述對於韓國的分析類似，台灣民眾對於中國個體對人

尊重程度的評價，其「2008 國民黨得票率」貢獻度大於「2008 民進

黨得票率」；反之，在台灣民眾對於台灣與日本之個體對人尊重程度

的評價，其「2008 國民黨得票率」與「2008 民進黨得票率」的貢獻

度則相似。此點似乎說明國民黨得票率較高的地區，其台灣民眾對於

韓國與中國的評價較佳，然此項結果僅為初步發現，後續研究將進一

步比較「國民黨得票率」與「民進黨得票率」之影響性是否有明顯差

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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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文亦針對上述透過最大熵空間推論方法所分析之台灣

民眾對於四地之總體與個體評價機率進行全域之 Moran’s I 檢定，

以探討台灣民眾對於四地總體社會與個體尊重程度之評價機率是否

存在空間鄰近性。檢定結果之 Moran’s I 多落在 0.2 至 0.45 之間，

且其檢定結果皆達到 99%的顯著水準。說明無論是對於台、日、韓、

中的總體社會生活品質或是個體對人尊重程度評價，台灣各地區民

眾的評價存在正向的空間自相關，亦即如若 A 地區的民眾對於日本

的總體社會生活品質評價較高，其周遭地區對日本總體社會生活品

質評價亦會較高，此點亦呼應本文所探討之社會接觸理論的論述。  

表五   台灣民眾對四地總體與個體評價之空間自相關檢定  

社會生活品質  

門檻  大於平均數  大於第 75 分位數  大於 7 分  

台灣  0.358 0.256 0.256 

日本  0.360 0.360 0.382 

韓國  0.399 0.359 0.359 

中國大陸  0.405 0.394 0.186 

對人尊重程度  

台灣  0.435 0.364 0.364 

日本  0.398 0.398 0.416 

韓國  0.359 0.359 0.274 

中國大陸  0.377 0.333 0.107 

說明：表中之 Moran’s I 統計量，其 p 值皆小於 0.01，顯示該統計量顯

著異於 0。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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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文透過社會接觸理論與團體威脅論的角度，探討台灣民眾對

東亞社會評價之議題。主要特色為整合個體層次調查資料與總體層

次指標變數，探討不同地區之台灣民眾，是否在較多的直接與間接社

會接觸之下，該地區台灣民眾對於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中國之總體

社會生活品質與個體對人尊重程度之評價有所差異。以區辨台灣民

眾對於台灣、日本、韓國與中國大陸，就其總體社會生活品質與個體

對人尊重程度，進行台灣民眾評價程度之地域差異比較。  

相異於過往研究著重於分析台灣民眾對於自我本身之認同評

價，或是他國民眾對於台灣之理解與認同評價。本文則以台灣民眾為

分析單位，不僅探討台灣民眾對於台灣社會之總體生活品質與個體

對人尊重程度之評價，更比較台灣民眾對於日本、韓國與中國大陸社

會之總體與個體社會評價。  

分析結果顯示台灣民眾對於台灣、日本、韓國與中國大陸總體生

活品質與個體對人尊重程度的社會評價，依循社會接觸理論存在地

域差異。其在城市等都會地區中，因台灣民眾較容易透過直接或間接

接觸到他群社會與他群社會之民眾，故其對四項東亞儒家文化圈的

社會評價與鄉村地區有所差異，存在地域之歧異性。此外，因預測機

率值出現空間聚集的狀況，說明了當一鄉鎮市區對社會生活品質（或

是對人尊重程度）評價較高時，其鄰近鄉鎮市區對社會生活品質（或

是對人尊重程度）的評價亦相對較高。  

就總體環境因子的貢獻程度來看，在台灣民眾社會評價的空間

分布中，代表現代化發展程度的指標：人口數與社會經濟發展程度，

確實提升其對社會評價的程度。緊接著為原住民集中區、2008 年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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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兩黨總統選舉得票率。顯示族群與政黨支持等因素，確會影響台灣

民眾社會評價的地域差異。  

由於本文為探討最大熵空間推論方法於台灣民眾對東亞社會認

同評價的探索性文章，其中有許多不足與研究限制有待後續發展與

探討，諸如個體資料屬性變項的缺乏；在調查樣本數量中，東部鄉鎮

市區的資料較為缺乏；關於推論出的空間預測機率分布，除了 ROC

曲線與 AUC 值之外，是否有其他驗證方式，皆有待未來進一步的分

析與探討。其中，對於現代化理論的討論提及是否隨著發展程度或是

社會接觸程度的提升，造成一些趨勢的反轉，但因此項探討已超乎本

文所使用分析方法的範疇，為本文的研究限制之一。而因本文所使用

的最大熵空間推論方法，其最大的特色為結合個體調查資料與總體

經濟社會指標進行空間推論，然其方法主要為空間推論與預測，故總

體經濟社會因子僅能提供對於空間推論的貢獻度，無法說明其對於

台灣民眾對外地評價的影響顯著性，此亦為本分析方法之研究限制。

故本文後續研究，將以最大熵空間推論方法所推估之預測機率為依

變項，進一步探討影響台灣民眾對外評價因素的空間差異。其中，以

此預測機率作為依變數，進一步比較各項總體指標之影響性與空間

差異是相當有趣的主題，然因本文篇幅所限，將列為後續研究發展方

向進行探討。20 

  

                                                        

20. 此處亦感謝 兩位審查委員的細心提醒，並提供後續研究等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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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Inference of the Sociotropic 

Evaluations for East Asia 
 

 

Chang-Ping Lin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new spatial inferential tool, the 

maximum entropy method, to expand the application of spatial 

analysis with micro-level survey data. The most important 

attribute of the maximum entropy method is to measure the spatial 

information with sample lo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refore, this study applies the maximum entropy method to 

measure the Taiwanese evaluation of society for East Asia, 

including Taiwan, Japan, Korea and China with the sample 

loc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n 

in this paper reveal that there are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sp atial 

clustering for the evaluation of society by the Taiwanese peopl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ociotropic evaluation is higher in 

western regions of Taiwan than eastern regions. Finally, the 

contribution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from high to low are the 

population, the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digenous 

areas,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vote rate of the KMT and DPP in 

2008 and the illiteracy rate.  

Keywords: East Asia, sociotropic evaluations, maximum entropy 

method, spatial clus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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